霧社事件原因之探討                       蘇國榮

 自中日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台澎被割，但台灣同胞無論居於山地、平地，均一致的反抗日本，為保鄉衛土而奮鬥。

光緒二十一年，日本正式派兵佔台，經過了無數志士的前仆後繼不斷的抵抗，日本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才將整個台灣佔據，自此以後。表面上好像已經統治了全台，事實上，卻如坐針氈，時時刻刻防範著「抗日」事件的發生，雖然日本侵略者用盡了方法來防範，派了大批的軍警，訂立了特別的律令，但是壓不住台灣同的怒火，抑制不住台灣同胞的憤怒，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環境，用不同的方式，起而抗日，雖然，他們的組織不夠嚴密，或是後援補給不足，而未竟成功，然予日人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霧社事件，為各次抗日事件中最為特殊者，他們人員的組成全為山地同胞---日人稱為霧社番---。地點於今南投縣仁愛鄉。此後，由於事前有周密的計劃，加上山胞們同仇敵愾之精神，破釜沈舟的決心，趁日人不備之際，予以痛擊，所使用之戰術，迫使日警技窮，雖參加起義之壯丁僅區區數百人，而日本卻動員了全台之軍警數萬人次，且用最現代化之武器、飛機、大砲、甚至國際禁用之化學毒氣，雖然如此，尚一籌莫展。最後，因山胞彈盡援絕，集體自縊於岩洞中，壯烈成仁。日軍警猶不敢掉以輕心，乃採堅壁清野，無土政策，將整個霧社山區，一草一木砍光除盡，動員當地誘降之山胞，逼使附近之民眾，採地毯式搜索，猶恐有藏匿而起義者，費時兩個月。此役對日本政局之影響頗鉅，官吏自台灣總督以下免職者不知幾許，而日本內閣之動盪，貴族院、眾議院為此之責任問題辯論達二個月之久，而日本報紙輿論亦持續一年尚在評述，國際間亦因日軍使用「毒氣」之干預，同聲譴責。

由於參與此役之壯士，大部壯烈成仁，而有關之文字紀錄又付缺如，為求較詳盡之史料，尤以起義之因，實不易得，筆者就近年所得，就教於先進，尚祈惠予賜正。
事件爆發之原因 
一.搬運木材，苛酷使役山胞，招其反感：

日本國務大臣松田源治在日本貴族院稱：「……簡單地申述，政府所承認的這次霧社事件之原因，第一在霧社地方，近來有很多義務勞動(或因建學生宿舍，或用開闢道路)，番人山胞之從事義務勞動很多，尤其當這次建築霧社小學宿舍時，要番人山胞俐自買畝的狩獵地挑運木材，如大家所知道，番人山胞的習慣是搭拉木材的，因怕木材破損，卻要他們挑在肩上，這對番人說來是非常不公平的，加上工資雖已支付一部份，佐一部份仍拖欠這也使番人心生懷疑……」（註一） 
志水一郎在日本貴族院也說：「……從來在深山砍伐木材送到霧社工地使用時，霧社番都是以牽引讓木材在地上滑行的，因此，木材損毀不少，某當局忌之，禁止使用牽引，改用肩荷，番人非常痛楚，怨恨某當局，竟成事件勃(爆)發之一原因……」（註二）

一森田理番課長，在昭和五年（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的總督府局長會議中，報告霧社事件的原因稱：「……考之，番人心理，霧社番教育進步，久已相安無事，然而，比之內台人，因其生活狀態，漠然似有不平，當霧社小學新築之時，番人出就工事，在養其公共心，從未固屢出役，是次，適陸稻收成，命出伐木者，前於分室（註三）新築之際，亦嘗自首陽山（註四）下，最近操作於極近處，逸甚，乃云操出之時，大為樹木所傷，擔之肩痛，此極常事……」（註五）

當時，正值霧社日人小學（註六）新建學生宿舍工程，需用檜木，當局乃令山胞取材於買畝（註七）社內山，該地距霧社甚遠，且山地崎嶇，搬運艱難，日本警察為貪功得名，要求良材於內山，令山胞深入砍伐。

平日山胞搬運木材，習慣於用搭拉，順地而滑行，但是日本警察卻因為心想邀功，又恐損及木材而強令山胞以肩荷而行，如此，肩部痛楚萬分，甚至起疱、流血，因而工作漸趨遲緩，原定計劃應將全部木材於十月十一日以前送達工地，然至今已十月二十六日，僅完成三分之一，日警督促更嚴，此時，男士整日服役，無暇打獵，婦女則失去農時，生活發生困難，適有警察忽將工資降低之消息傳出，山胞譁然。

二.勞役太多，造成反感：

昭和五年十一月二日總督府警衛局公報第一項稱：「賦役次數之增加」為其一因云：「原來，霧社番眾，依其傳統，素不喜歡被人役使，男眾專事狩獵，而從事農耕，勞役皆為女職，最近各番社皆爭先恐後，致力於生活環境之改善，結果，賦役回數增加，在所難免，可能因此而引起怨懟。」（註八）

日本朝日新聞特派員關口泰在其「霧社番害記」一文中稱：「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註九）埔里社工廠農場，使役番眾，動輒二、三萬人次工作天，他們隨著日本警察下山，上乘者工資五十錢，較差者僅三十錢，因此，山上帶來之栗，有餘者尚可維持一時，待糧告罄，必在埔里買米充飢，又完工時，須帶少許米穀返回故山，鑑於二、三年來之行情，雖身為番黎，三十錢之工資實屬過少，無以為生，換言之，等於陷入日本國內之窮農同一狀態。」（註十）

日本國務大臣松田源治在日本貴族院稱：「……這次霧社事件之原因，第一在霧社地方義務勞動太多，或因建造學生宿舍，或因開闢道路，番人之從事義務勞動很多。……」（註十一）

昭和六年一月六日總督府發表「霧社事件之顛末」一文中稱：「對於出役，番眾咸訴痛苦，最近一年間，駐在所及其附屬房屋之移轉，政策，修理，道路，橋樑，授產水路之修補等出役工程，竟達九件……。」（註十二）

當時霧社地區，日本警察為了表現，邀功請獎，美其名為改善環境，發動山胞義務勞動，開闢道路，修築橋樑漏洞，以及各分駐所之辦公室，警察宿舍，學校教室，教職員、學生之宿舍等等之新建，修繕，悉由山胞義霧勞動者。更甚者，由日本警察強迫逼使為其資本家之公司，工廠奴役者，為數更眾，如此，役使浩繁，迫使男失狩獵，女失農時，山胞生活發生困難，迫使拞挺而走險。

三.日警無德，蹂躪山胞：

湯地幸平議員在日本貴族院指出：「……根本的原因，還是警察官與番婦關係，警察官與之通姦，是理番政治上由來已久的歷史，番丁壯丁聯合起來，拚命的反抗警察，除卻番婦關係之外，是不會有別的原因的……」（註十三）。又說：「……大部份的警察官在山地執行勤務與番婦通姦，遇有番婦拒絕，則濫用職權，終達目的，追不僅發生於一地，且涉及數處，……生番小姐均為番丁壯丁將來娶為妻室的，警察官濫用職權，將她姦污，他們寧願冒死而防止之……」（註十四）

川村竹治議員在日本貴族院中亦云：「……番界的警察官多不帶眷屬，服務態度不夠堅定，容易紊亂風紀，往往與番婦發生關係，而成為擾亂之原因……」（註十五）

一九三○年（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台灣總督府警衛局發表公報有關「霧社事件原因與經過」云：「關於番婦關係，傳說紛紜，正在進行調查中，惟迄未水落石出，唯霧社分室主任佐塚警部（註十六）娶白狗番頭目女，招致霧社番不滿，……霧社經常有內地人（註十七）與番女結婚，結果又多被遺棄，而生怨懟。」（註十八）。

南日本新報所載「霧社事件與將來理番政策」一文中指出：「霧社番婦貞節被蹂躪之事迭起，至為明瞭，而此事招致貞操觀念堅強之番眾憤怒，可想而知……」

下村宏在大阪朝日會館作台灣番害演講中云：「番境勤務警察，從來鼓勵推眷前往，奈何女人不願渡台，況且入蠻荒乎？加以山地警察，年青力壯，多未帶妻，光棍安逸獨處，窮極無聊，因此，一、二年後，即改調平地，聽其發揮，援以為例，蓋食色性也。」（註十九）

台灣總督府理番課長中田秀造在「台灣番族的貞操觀念」談話中云：「番人有一良好之風俗，較之文明社會有過之無不及，即行一夫一妻制，性道德非常嚴肅，番婦素以貞節不移，堅守處女為名，結婚前，如番丁住女家，同床共枕，若毛手毛腳，番女必立拒於千里之外，即時壓制慾火，輾轉反側，亦為之所唾棄，倘有夫之婦偷情姦夫姦婦格殺無論，更甚者，將偷情男女剝除衣物，驅逐出境。」（註二十）  
正如中田秀造理番課長所云，山地同胞對於性道德極為嚴肅，番婦又以貞節不移，堅守處女聞名，而日本山地警察又每每將山胞婦女視為玩物，始亂終棄，如此，山地壯丁更為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因此，佐久間總督在其理番方針中曾再三戒飭曰：「整肅番務官吏紀律，尤不可不戒親近番婦，否則，不無動搖番情，惹起騷亂之慮，例如新城事件，大嵙崁事件，皆起因於『番婦關係』之禍害。」然而，服務於山地之日本警察並未當一回事，而種下昽暴亂之原因。

四.剝削、壓榨山胞，引起眾怒：   
台灣民報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發表社論稱：「台灣自歸日本統治以來，政府所實施的土地政策，對於本國人（註二十一）」則擁護其利益，對於台灣人則無視其優先權；因此而至三十年來，台灣地主的土地，被本國人強制霸佔不少，而農人的耕作地，也被本國人的會社政商無理侵奪很多。

從前，被製糖會社侵佔的土地，或被政商御用紳士們剝削去的田園，實在不計其數，今已無可奈何，不用再提了，但是，最近當局對於退官者（註二十二）的拂下土地，對於政商的拂下竹林，至於尚在抗爭中的大寶農林會社強制伐除芭蕉問題，日本拓殖會社與農民贌耕紛爭問題等等，都莫不是政府和本國人對台灣人的利害衝突問題，又是關於台灣人將來的死活問題，故他們直接被害的是農民，處於窮困之境，不得不起來拚命反對，要求、呼救，這是出於忍無可忍，不足多怪的。

這樣危急的狀態，因何而偏處頻起呢？推究其原因，莫非當局錯用偏護本國人的土地政策所致的。故當局若仍執迷不悟，依舊不改變方針，俗稱所謂『窮鼠齧貓』；被迫致死活交界之際，困窮的多數細民一定會群起死抗，又是日本帝國的失策了。

現代的文明殖民國，對於殖民地的原住民族，不但須要完全保障其生存權，而且要謀其幸福及促進其發展，才是盡了國際聯盟規約所謂神聖的使命。如欲袒護本國人，亦須以不侵害著原住民族的生存權為限度，才是正當的道理。

試看台灣當局向來所實行的土地政策，因過於袒護本國人，而致多刻薄台灣人，對於一般台灣人的所有行權，既不能完全保障，而對於農民自身費盡血汗所開墾的土地，又要任意剝奪，為此而農民感著生活的威脅，致有發生群起包圍警署，包圍會社的不祥現象，惹出了台灣土地政策上的一大危機。」（註二十三）

朱傳譽先生在其「中國國民黨與台灣」一書中指出：農民的土地被剝奪，就只好給土地的新主人做苦工，例如清水溪一帶的農民，是靠竹林為生的，土地被三菱採奪以後，就失去了他們獨立生產的資格，只能給三菱做一些採伐和搬運的工作，工資收入，比不上原有農作物的三分之一，他們沒有了土地，只好聽取剝奪了。（註二十四）

日本貴族院議員湯地幸平在貴族院中詢問時說：「霧社警察分室主任，他在做什麼呢？他使役番人，使於某處工作，請求工資時又不即予番人，自己介入其中，而抽取番人勞動的工資，從每人每日工資四十錢中抽取二十錢，吞沒私用，謀取不法利益，而抵埔里尋花問柳……。」（註二十五）

日本眾議院議員淺原健三在眾議院質詢時說：「成為這次事發之最直接原因不付工資也是此例之一，僅四十錢的工資且無法支付，台灣總督府會窮得竟連四十錢的工資也無法支付嗎？已辭職的人見長官說：『對小學校學生宿舍建築費八百元中已先付三百元……但，因手續麻煩，所以，連工資分文未付者有之』，由此看來，對於友善番人之實行不報償看來，這樣不付工資的事情確是事實也不難想像的……」（註二十六）

台灣日日新報在昭和五年十一月五日的報導中稱：「檜木搬運工資，台灣平地人每日八十錢，而番人則四十錢，而今更尅扣工資，僅發二十錢，如此差別之待遇引起不平，而為暴動之近因。」（註二十七）

台灣新民報於昭和五年十一月八日以「霧社騷動之真相」文中引用台灣總督府拓務大臣宛六日著砲謂：「霧社小學校建築之事中學校宿舍之建築費一萬五千圓……槽材之搬運工資本島人每日八十錢，同樣番人工資僅四十錢，此次更尅扣而付二十錢，如此差別的待遇，而使番人懷恨，而為暴動之近因。」（註二十八）

淺原健三議員又說：「警察掠奪番人所生產的番產物，這也是事件的主要原因，據聞番人因不習慣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而沿用『物物交換』，視番產物如生命一般，而警察官卻視番產物為寶囊，每每以低廉之價格予以收買，無異於掠奪，因而激起霧社反抗事件。」（註二十九）

南投縣誌「霧社事件」一文中稱：「……雖然台灣總督府當局，以收據為憑，矢口否認此一不法情事，然而宣傳畢竟代替不少事實，蓋被尅扣一半工資，源源落在霧社分室主任佐塚警寶囊，相傳被戳當時，其存款竟有二千餘元，現款有三萬多元之鉅……」（註三十）

這些山地同胞被日本警察、工商財閥剝削其生存權——土地，榨取其勞力，更尅扣其工資，更甚者，將其山地產物掠奪，凡此種種措施、手段，壯丁又被徵服勞役，甚者婦女亦被迫參加，如此，生活發生困難，民不堪命，只好挺而走險，起而抗暴。

五.強迫遷徙，禁植大宗作物，激怒山胞：
淺原建三議員在眾議院質詢中稱：「強要番人自高地移至平地，禁止其耕種農產大宗物品如甘藷、栗等，結果番人生活陷入極度困難，是這次暴動原因之一。」（註三十一）

當時朝日新聞政治部長關口泰氏在其「番害記」一文中稱：「只因番童教育所試驗之水稻種植，成績不惡，便令推廣，開闢水田，但是擔任指導員者，身為警員，素不諳水利與耕種，以致二、三年來，主要糧食如栗等一直歉收，番人異常憤怒，有時將警員推入水中，以洩心中積憤，又因教導耕種必須集中部落，乃強迫居住高地之番人遷移至平地居住。但因水土不服，病斃於瘧疾者比比皆是。而其餘番人為顧及性命，紛紛逃回原居故里，番地警察慌張，卻束手無措。」（註三十二）

試想，要山胞放棄他們原居地，移至平地，首先就水土不服，又逢瘧疾流行，而日本官吏又不予重視，聽命其自生自滅，並且，迫令他們放棄原有之生活方式¡A改狩獵為種植水稻，因此產生反抗之心，實天生自然而產生者。

六.待遇差距懸殊太大，埋下抗暴種因：

南日本新報在其昭和五年（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之連載「霧社事件與理番政策」一文中強調：「花岡一郎所受差別待遇，台中師範畢業之同學，初任訓導（註三十三）俸給四十五元，而身為山胞者為三十五元之乙等警員。」（註三十四）

左藤記者亦云：「此為『同是師範學校畢業，日人底薪六十五元，台人四十五元，而身為山胞者，毫無理由，僅乃三十五元之乙種警察，不能上進（註三十五）』，因而大感不平。」（註三十六）。

據事件發生時目擊者周沐琳先生口述謂：「當時大家都告訴花岡一郎說：『以您的聰明、能力，可以升官至郡守的地位，但是，因為您是山地高砂族，無法升上去的。』花岡越想越氣，因而種下反抗之原理」（註三十七）

台灣新聞左藤記者「關於霧社事件原因之一考察」對於「砍伐木材出役問題」一文中云：「……從來在霧社地方使用夫役，規定日給工資為台人（平地人）八毛錢（八十錢）番眾（山地人）四毛錢……」（註三十八）

日人在台統治期間，將人民分為日人、台人、山胞（番人）三個等級，所有待遇、權益均不相同；教育日人獨設小學，台人、山胞則設公學校，中學以上非日人莫屬，至少要「皇民化」改用日人姓氏，否則無法入學，縱然有機會讀中上學校，則所讀科系均為指定，毫無選擇自由，在大學中僅農、醫兩科為限，極少數工科；法律、政治則不可能，後期則有師範者。

由於待遇之不公，引致「不平則鳴」，尤以花岡二人，因受高等教育，更是心中不服，因而暗中種下抗日之種子，漸而萌芽。

七.強迫推行儲蓄制度，進而苛擾山胞，引起反感：
日本眾議院議員淺原健三在眾議院中稱：「……總督府對番人強迫儲金制度。因而誘起此次暴動，勵行之餘，對無錢儲蓄者，進而強迫廉價出售番產物，以達目的……」（註三十九）日本國務大臣松田源治在眾議院質詢時稱：「……沒有強迫儲金的事情，曾經獎勵儲金，可是沒有強迫……」（註四十）日本眾議員濱田國松在眾議院質詢時稱：「……這次買畝（Mahebo.マヘポ）社，因為是模範番社，在台灣的番社中是頂好的番社，這番社的番人，一部份行郵政儲金，其數已達每人二十四元，是這樣進步的番社。……」（註四十一）

雖然其國務中臣松田源治在眾議院辯稱沒有強迫儲金這回事，但是，試想一個日給二十錢（二角）的工資，尚需生活，所餘無幾，而能儲蓄至二十四元，除去強迫，有何他法，更甚者，無錢儲蓄，迫其廉價出售辛苦工作所得之產品，如此行之，有如割其肉，故必遭反抗，其理甚明。

八.高壓統治，造成反感：

日本國務大臣松田源治在貴族院答詢時稱：「……有一個荷哥（Hogo）社的不良番丁，名叫Pihosatpo皮荷沙波（ピホサソポ），曾被萬大社人收為養子，後因性質不良脫離關係而回去，此後陷於悲觀，日夜懊惱，逆自暴自棄，而暗想要砍日本人之首。另有同社番丁Pihow-aris皮荷瓦利斯（ピホマリス）亦為事件之中心人物，亦天性不良，其妻因而自殺，家庭紊亂，異常煩悶，此君家前因反抗官廳（註四十二）全家被處極刑，獨此君適去鄰家而不在，因而保全性命。」（註四十三）

南投文獻叢輯「霧社事件原因」一文中稱：「荷哥（Hogoホ-ロ）社又有Pihosatpo（ピホサソポ）」者，係該社勢力者沙波羅包Satpo-lobao之次子，驍勇過眾，憤於其兄皮荷那由（Pihonaui）為霧社分室處以極刑，蓄意抗日，民國十四年參加萬大社出草，被處勞役三十天，民國十七年，又企圖出草，事敗被處罰，於是其志愈堅，同時，社眾聞風前來加盟者多人，常在皮河沙波Pihosatpo家策劃起義，但為避日人耳目，嚴格保守秘密，日間照常工作，以為掩護。」（註四十四）

俗云：「壓力愈，反抗愈強」，自有歷史以來，為千古明訓，然，日本在台之施政，卻處處以高壓為手段，非但山地如此，平地亦然，過去新竹之北埔事件，即其一例，在此山地，動輒焚屋殺戮，沒收鐵器，使之無法生活，蓋無論何人，待其無法生存時，必挺而走險，以生命為賭注，視生死如草介，故有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亦有奪妻之恨，誓不兩立，尤以其對山胞毫無法律保障之統治，伏下抗暴之種因。

九.日警綱紀廢弛，予山胞可乘之機：

日本貴族院議員湯地幸平在貴族院質詢時稱：「……番地現已完成了九百日里的道路網，通信自由無礙，且駐有五千四百餘人警察配備全城，而在一星期前即已著手準備蜂起之事，不能警覺，明明是綱紀廢弛的證據。……警察電話在一晝夜間有幾次連絡，現在雖然記不清，不過大概每隔二小時一次要互相通話，若互相試掛後不能通話時，則龍視為事情不穩而行相當的警備。（註四十五）這在番地服務的規則有明文規定。然而比較近霧社的瓦倫（Valun）和羅多（Rodof）兩駐在所則於二十六日被襲，電話線被切斷。此時倘能嚴守此規則，則在事前就可獲知此不穩之狀況，而在二十七日已能夠行相當的警戒，以上是說明此事發生並不是出於偶然的，自此論關於生番為什麼蜂起這一點，生番蜂起的原因中心在綱紀廢弛……」（註四十六）

由於綱紀廢弛，以致有許多警察在彼地服務中行為不檢，遇有拒絕，則濫用職權以達目的。（註四十七）

俗語說：「物腐而蟲生」，又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誠然不錯，看看這回抗日事件之暴發，日警雖有完善之通信網，且有嚴密之連絡辦法，但是霧社附近之駐在所如買畝、瓦倫（Valun）、櫻、屯原、尾上、能高、荷哥等駐在所之電話線悉數被切斷，且員警被殺，辦公室被火焚，而霧社分處絲毫不知，如此綱紀之敗壞、警戒之鬆弛，在此深山僻壤任職，安有不遭殺身之禍之理，更甚者，員警更不知守紀，每每視山胞為無知之輩，故歧視、剝削、掠奪、污辱無所不用其極，蓋本身疏於警戒，平日紀律又差，為山胞可乘之機。

十.槍械彈藥，存放失所，為山胞用於抗日：

日本貴族院議員湯地幸平在貴族院質詢時稱：「……在防備單薄的地方，堆囤浮餘的軍火彈藥，在番界還放軍火，如有足於抵禦來掠奪之武力則可，如無足可抵禦來掠奪之武力又行堆存彈藥槍械，一旦發生事故，生番即可毫不費力地搶掠他去。這回事件，也因槍械彈藥被生番搶奪，以致事變擴大。……」（註四十八）

又云：「這次反抗的番人持有二挺機關砲（槍），警察初卻不知有這回事，經軍隊查明始異常狼狽，而今正在研究此二挺機關砲（槍），到底由何而來。」（註四十九）

為了治安，維持地方秩序，使用槍械，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存放過多的槍械彈藥，又無足可護衛之武力，則是非常危險，尤其是當地的山地，一向不甚安穩，而山胞又強悍異常，且存放之槍械庫卻是簡單之木造房屋，簡陋異常，根本談不上安全，試想一個警察分駐所，居然存放一百八十支槍，二萬三千餘發的子彈，且存放於木屋中，山胞可能早已計劃起用，只是等待時機而已，正好花岡一郎、二郎於十月二十四日返回荷哥社時，教授槍枝使用法，而於二日後奪取使用，此可見，早已計劃妥當矣。

附註：
註 一：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四頁。

註 二：詳見昭和六年二月五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十號第一一○頁。

註 三：分室相當於現今警察分局之分駐所。

註 四：首陽山位於能高山西鹿。

註 五：詳見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漢文版。

註 六：日人當時將小學分為公學校為一般台灣同胞就讀者，小學校則為日人子弟之貴族學校。

註 七：買畝今盧山東南。

註 八：詳見昭和五年十一月二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公報第一項及昭和五年十一月三日台灣日日新報

10975號。

註 九：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即今台灣糖業公司。

註 十：詳見昭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註 十一：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五頁。

註 十二：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一頁。 
註 十三：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五頁。

註 十四：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一頁。

註 十五：詳見昭和六年二月五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十號第九十七頁。

註 十六：警部係警察之職稱，相當於目前之巡佐。

註 十七：內地人係指日本本土人氏來台者。

註 十八：詳見台灣軍公報十一月二日第二報、昭和五年十一月二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公報、昭和五年十一月三日台灣日日新報第10975號。

註 十九：詳見朝日會館，台灣番害演講記錄。

註 二十：詳見台灣總督府理番課長中田秀造以「台灣番族之貞操觀念」之談話。

註 二十一：本國人係指日本人。

註 二十二：退官者指退休、退職人員。

註 二十三：詳見昭和二年十月三十日台灣民報社論。

註 二十四：詳見朱傳譽著「中國民黨與台灣」。

註 二十五：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一頁。該分室主任為佐塚警部。

註 二十六：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眾議院議事速記錄第五號第七十七頁。此節所稱友善番人為味方社番人。

註 二十七：詳見昭和五年十一月五日台灣日日新報第10977號。

註 二十八：詳見台灣新民報昭和五年十一月八日第三三八號。

註 二十九：詳見註二十六。

註 三十：詳見南投縣志第二章第二節。

註 三十一：詳見註二十六。
註 三十二：詳閱口泰著「霧社番害記」及台灣新民報昭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霧社騷動之真相」第三三九號。

註 三十三：訓導即今之正式教師升為合格教師。

註 三十四：詳見南日本新報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連載「霧社事件與理番政策」一文。

註 三十五：不能上進意謂不能晉升之意也。

註 三十六：詳見佐藤著：「關於霧社事件原因之一考察」。

註 三十七：周沐琳先生現居住屏東縣潮州鎮，當時為位於萬大社樟腦寮之腦丁，詳見其談話錄音。

註 三十八：詳見台灣新聞佐藤記者「關於霧社事件原因之一考察」對於「砍伐木材出役問題」一文。

註 三十九：詳見註二十六

註 四十：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眾議院議事速記錄第五號第七十九頁。

註 四十一：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日本眾議院議事速記錄第六號第八十八頁。

註 四十二：民國二年（明治四十五年）日警嚴厲取締軍械，芍 於私藏嫌疑者，到處搜捕抄沒，稍加抵抗，便遭焚戮，如適日警大友率部潛行至Habon，一鼓而下，包圍Waris-lopau（即Pihowaris之父）家，Waris-lopau大驚，急忙躲入屋內，閉門堅拒，今泉警員大怒，欲破門而入，為Waris-lopau刀刺負傷，遂在尾員警部指揮下，放火焚戮，Waris-lopau其妻及子女三人，一家五口皆被燒死，唯長子Phiowaris（當時三十一歲）適在鄰家，倖免於難，乃誓復父仇，與日警不共戴天，乃暗中策劃抗日。

註 四十三：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四頁。

註 四十四：詳見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劉枝萬著南投縣革命志稿（即南投文獻叢輯七）第三篇第二章第二節。

註 四十五：詳見日本警察番地服務規則。

註 四十六：詳見昭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本貴族院議事速記錄第七號第六十一頁。

註 四十七：詳見四十六。
註 四十八：詳見四十六。
